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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王 开 明 九 世 改 革 初 论

罗 开 玉

开明九世时期 ,蜀国进入了极盛阶段 ,北向与秦争雄于南郑 ,东方伐楚于兹方 ;对内建全国家

机器 ,迁都城 ,建宗庙 ,制礼仪 ,又兴经济建设之长计 ,铸行铜币,远邀魏国瑕阳人疏导青衣江水
⋯̈·。这些辉煌的业绩 ,在当时富有重大影响 ,对以后产生深远意义。于兹文献只略有记述 9尚未

明言
“
改革
”二字 ,故学人未予留意。但顾其内涵外因,实与春秋战国间列国改革变法无异。拙作

愿首先研讨其事 ,以期同好关注。

一 开明九世在位时间及改革前的形势

公元前 316年 ,秦兵入蜀。一举覆灭开明王朝。开明氏王蜀凡十二世 ,此见于《华阳国志》诸

文献。然开明氏治蜀共多少年 ,取代杜宇氏于何时 ,在较早的古文献中均未明载⊙。今世学者则各

执一端。或以为在春秋早期 ,或以为在春秋晚期 ,相差几近二百载。学人各取所需。没有比较就

没有鉴别 ,推测开明氏统治时间,最好是把他们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在位时间相比。从公

元前 316年起 ,倒推十二世 :周王室共 269年 ,秦国共 184年 ,楚国 228年 ,燕国 212年 (齐、韩、

赵、魏此间曾发生
“
改朝换代

”
,无法照此推算),平均 223年 ,每代约 18.5年 。宗周王室 ,此间未出

现大的战乱和篡权等活动 ,统治者多尽天年 ,每代平均数最大 ,然也才 21年多一点 ;秦此间多外
′
患内乱 ,每代平均数最短 ,亦有 15年多 ,楚国平均每代 19年 ,燕国平均每代 17年多 ,总的看来差

别都不大 ,故这个平均数是可取的。以每代 18.5年计 ,开明氏治蜀共约 221年 ,始代杜宇氏时约

当公元前 537年 ,值春秋晚期 ,开明九世接位约在公元前 390年 。当然这不很准确 ,开明十二世为

他国所亡 ,非寿终正寝 ,故开明九世的年代可稍下移一点 ;再加上正负五年的延伸收缩数 ,大体可

推测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390年至前 360年中的一段 ,值战国中期。

从全国看 ,我国自进入春秋之后 ,改革变法运动层出不穷。春秋间如管仲、晋惠公、郑子产的

改革皆富有影响 ;入战国后首先是魏文侯(前 姒5至 396年在位)任命李悝等进行的变法 ,次有楚

吴起 (前 390)、 韩申不害(前 355)、 齐邹忌(前 347)、 秦商鞅 (前 35ω等变法。开明九世的改革 ,当

在其即位后不久展开 ,即在楚吴起变法后不久 ,是整个春秋战国间改革变法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

花。

从蜀国看 ,开明九世改革亦具有历史的必要性。
“
蜀
”
虽早见于商、月甲骨文中,但那时只是部

落联盟之称。到杜宇氏之时 ,蜀国虽初具国家性质 ,但与同时代的中原诸国相比,仍较多地带有部

落联盟特征。不仅其都城没有土筑城墙 ,只是木栅荆棘相围,甚至无宗庙、没礼制 ,其社会基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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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 ,国家机器的运转极受限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开明九世接位之

前。与此同时 ,东边的巴国,在楚的逼赶下 ,其统治中心日渐西徙。《华阳国志 ·巴志》说巴国虽都

江州(今重庆 )、或治垫江 (今合川 )、或治平都(今丰都 )、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今涪陵 )。

巴都由涪陵、丰都而重庆、而合川、而阆中,对蜀的威胁逐强。于是 ,“巴蜀世战争
”
,彼此展开了生

死存亡的竞争。楚国占领巴地后 ,对蜀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北方秦国 ,虽也创国于春秋初 ,发展却

很惊人”不仅在短期内雄霸西戎 ,并频繁与蜀往来。《史记 ·货殖列传》说 :“及秦文、德、穆居雍 ,隙

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
,正反映了这种外交关系。入战国后 ,秦赫赫为七雄之一。前 475年 ,蜀曾出

使于秦。前 451年秦攻下汉中南郑 ,筑城以守 ,扼蜀之北门,居高屋建瓴之势 ,进可攻 ,退可守。巴、

楚的西逼 ,秦的北压 ,向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 开明九世改革的主要内容

开明九世接受了挑战。他接位后就在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华阳国志 ·蜀志》对这场运动

作了言简意赅的记载 ,说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 ,以酒曰醴 ,乐曰荆 ,人尚赤 ,帝称王。时蜀有五

丁力士 ,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 ,辄立大石 ,长三丈 ,重千钧 ,为墓志 ,今石笋是也 ,号曰笋里。未

有谥列 ,但以五色为主 ,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 ,乃徙治成都。
”
这里至少

涉及以下五个内容 ,且依次论之。

(一 )制订礼制。开明九世制订礼制的具体措施 ,显然是多方面的 ,但保存在文献中的记载主

要有
“
始立宗庙

”
和
“
乐目荆
”
。                      ·

在中原古文化的概念中,从先秦至明清 ,宗庙都始终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易 。震》说
“
以

守宗庙社稷
”
,《 尚书 ·太甲上》说

“
社稷宗庙 ,罔不祗肃

”
,皆视宗庙为国家。国存宗庙享 ,国亡宗庙

毁 ,这在春秋战国的有关文献中俯拾皆是 ,史不绝书。何谓宗庙 ?《孝经 ·丧亲章》注说 :“宗 ,尊也 ;

庙 ,貌也 ,言祭宗庙见先祖 之尊貌也。
”
原始社会时的祭祖仪式 ,多在野外丛林、山洞举行 ,或以祖

先之尸(木乃伊 )、骨为祭②。开明九世前 ,蜀祭便大体如此。蜀第一王朝蚕丛之
“
丛
”
,有的学者便

认为指森林祭祀
③。开明九世修建宗庙 ,结束了蜀王族漫长的原始祭祀史。

有趣的是 ,开明九世建庙之数 ,也符合中原礼制的诸侯等级。《礼记 ·王制沉兑:天子七庙 ,三

昭三穆 ,与太祖之庙而七 ;诸侯五庙 ,二昭二穆 ,与太祖之庙而五。常璩说开明九世立青帝、赤帝、

黑帝、黄帝、白帝五宗庙 ,当为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据中原礼制 ,太祖即开明一世之庙居中,坐北

朝南 ,即黄帝庙 ,余四庙按昭(二、四、六辈 )、穆(三、五、七辈)分列东、西边。开明王朝与宗周无任

何隶属关系 ,却 自觉地以诸侯级自居 ,而不象
“
天子
”
看齐 ,这恐怕反映了许多问题。其中,诸侯级

的秦国的潜移默化 ,可能是一重要原因。其次 ,蜀显然试图把自己的级别抬在只是子爵的巴国之

上。另外 ,当诸侯而不当
“
天子
”
,表明蜀在事实上承认了宗周共主的地位 ,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蜀的

影响。同时这也是蜀人不甘夷狄自居 ,宣传自己与中原人同宗、甚至为其宗的开始。

开明九世立宗庙后 ,并不完全废除郊祭。1956年在成都城北羊子山清理了一座土台遗址 ,坛

形 ,当为开明氏的郊祭之处。《礼记 ·乐器》说 :祀帝于郊 ,敬之至也 ;宗庙之祭 ,仁之至也。二者各

有不同内容。宗庙祭列宗列祖 ,郊祭祭天地山川之神及一些极远先祖。

开明九世订礼制时还采用新的礼乐 ,即
“
乐曰荆
”
。乐 ,从前后文看 ,主要指宗庙之乐和朝廷之

乐。先秦礼、乐相互依存 ,水乳相融。孔子说 :“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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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礼乐志凋丨)古人讲究制礼以节欲 ,修乐以导志 ,观一国之礼乐 ,可知其治乱。朝廷之上 ,宗

庙之下 ,更是坐有乐、站有乐、行有乐、食有乐 ,婚丧嫁娶无不有乐。乐队大小、乐器多少 ,是当时等

级制的∵个重要标志。西南民族往往尚集体歌舞 ,多具有大唱大跳大鼓的风格。开明王朝在朝廷、

宗庙等地限制这类歌舞 ,朝纲转向严峻 ,部落联盟酋首们喧哗一堂的遗风被进一步限制。
“
乐曰

荆
”
,即采用建国已久的楚宫廷之乐为蜀宫廷之乐。相传开明一世即所谓

“
鳖灵
”
者本为楚人。近

年在新都马家乡发现的开明氏之一的墓中曾出土一鼎 ,铭
“
邵之食鼎

”
,邵即昭,为楚族性之一 ,在

一定程度上映证了这一传说。改革之初 ,开明九世或曾遣官吏和乐队赴楚学习 ,其时蜀楚关系一

度极为密切。蜀楚所以一结伴侣 ,自有现实需要 ,即构成夹击巴国的联盟。从战略上看 ,楚向巴蜀

的发展 ,乃是与秦争夺的需要。巴蜀地区成了秦楚之间在正面攻不下而从侧面攻的第二战线。从

远交近攻的战略看 ,楚亦需先与蜀结盟。在巴蜀内部 ,蜀 巴二国本来常有战事 ,特别是巴都逐渐西

迁后 ,矛盾更加尖锐。为解燃眉之急 ,蜀也必须与楚结伴。这也反映了巴蜀地区与荆楚的文化交

流情况。巴蜀与荆楚毗邻 ,同饮一江水 ,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宋玉对楚王说 :楚都郢城中,能

与《下里派巴人》相和的多达数千人 ,而能与《阳春》《白雪》相和的不过数十人
④,便活现出这历

史。这绝不象通常所说 ,只因《下里派巴人》通俗易懂 ;无论多么通俗的外国歌舞 ,若兀一定的文化

交流作基础 ,也不可能为异国民众所普遍鄂悉。同理 ,被认为是
“
乐楚声
”
的汉高祖刘邦 ,亦爱《巴

渝舞》,以致
“
数观其乐

”
,在夺取政权后即派乐队前来学习,作为宫乐

⑥。可见巴蜀荆楚音乐确有

接近之处 ,正如楚人能普遍接受《巴人》一样 ,蜀人亦可接受荆乐。

另外 ,常璩说开明九世时还规定
“
酒曰醴
”
,也属礼制之-。 《礼记 ·礼器》把

“
醴酒之用

”
作为

礼器的一组成部分。而《仪礼 ·昏(婚 )礼》把
“
主人请醴 ,及揖让入 ,醴以一献之礼

”
,作为礼仪的

重要形式。
“
十三经
”
中,用
‘f醴”字凡十九处 ,其中十八处在《礼记 lllK仪礼》这两本专谈礼仪制度的

书里 ,剩下的一处在《月礼 ·春官》内,也是谈礼仪的 ,可见先秦时期的
“
醴
”
与礼仪关系极为密切。

《说文》:“醴 ,一宿孰(熟 )也。
”
即一晚可酿成的甜酒。当时风俗 ,以醴为迎送客宾及官私场合常用

的礼节之一 ,颇似今日之茶。开明九世
“
酒曰醴
”
,绝非简单地改

“
酒
”
名
“
醴
”
。它可能指改革时 ,象

西周王朝一样 ,一度禁止酿饮烈酒 ,只能酿醴 ;或在过去只酿烈酒的基础上 ,再学习中原等地的经

验又酿醴为官府礼节用品。总之 ,它是开明氏完善礼仪的一重要新形式。

(二 )降
“
帝
”
号为
“
王”。开明九世改革时还降

“
帝
”
号为
“
王
”
。常璩说

“
周失纲纪 ,蜀先称王

”
。

杜宇之时 ,“王
”
号上升为

“
帝
”
,号望帝 ,开明一世号丛帝 ,二世号卢帝 ,三世号保子帝 ,四世亦称

帝 ;第五世开明尚,第一次去帝号 ,复称王 (《蜀王本纪》)⑥ ;不久复称帝 ,至九世改革重新称王 ,遂成

定制 ,至十二世亡时未变。称帝称王 ,屡经反复 ,可见=新制的确立 ,必经长期摸索。,

公元前 360年之前 ,除宗周外 ,列国皆称侯称公 ,唯楚称王 ,开明九世复称王 ,主要是仿楚制。

楚为南方大国,又新占据巴国东部地区,仍称王 ,闭处一隅的蜀 ,又焉能为帝?且蜀楚现要结盟 ,二

国地位平等 ,才能共事 ,故蜀或为主动 ,或在楚的建议下降
“
帝
”
号为
“
王”。

(三 )初步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开明九世改革时还在部分地区初步建立起了基层行政组织。

《蜀王本纪》说蜀王从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这
“
樊乡
”
是蜀地已知最早的

“
乡
”
。又上引《蜀志》所谈及

的
“
笋里
”
,是蜀地最早的

“
里
”
。又蜀国史中多见

“
五丁
”
传说 ,如
“
五丁力士能移山

”
、
“
遣五丁迎石

牛
”
于秦 ,“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

”
,秦
“
嫁五女于蜀 ,蜀遣五丁迎之

”
等。此辈并非神人 ,而是

在基层建立了五家连坐制的反映 ,他们是服徭役的劳动人民,秦称伍人、士伍 ,蜀语称五丁。过去 ,

蜀国的基本社会细胞是部落、部落联盟等原始社会遗留下的血缘组织。蜀国政府的管理 ,须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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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酋首才能有限地实施 ,国家机器职能得不到正常发挥。当然 ,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非一

朝一夕之功。实际上在秦汉之时巴蜀地区犹遍存部落⑦,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在夏商之际已进入国

家的性质 ,也无损开明九世在部分地区首先开展基层行政组织改革的历史意义。从有关资料看 ,

开明九世主要是在城邑之中及其近郊按地域建立基层行政组织 ,并以此摊派徭役、征收赋税、进

行军训和组建战时军队等。这与齐管仲改革
“
制国以二十一乡

”
,郑子产改革

“
庐井有伍

”
和
“
作丘

赋
”
,秦商鞅变法行

“
什伍
”
连坐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 ,标志着蜀国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完善。

(四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统治思想之一。常璩说开明九世时
“
人尚赤
”
,以为赤色为尊 ,宗庙无

谥列 ,按
“
五色
”
称为青帝、赤帝、黑帝、黄帝、白帝 ,表明当时统治者奉行阴阳五行学说 ,即在一定

程度中其为统治思想之
一
。

用五色帝名宗庙 ,标志着什么呢?五色帝概念是五行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时人多以为五行
说始于战国晚期之邹衍 ,实不尽然。邹衍固为该说集太成者 ,然其前己有漫长的摸索发展史 ,于此

早有辨驳⑧,兹不备述。在殷商甲骨中,常见
“
帝方
“
方帝
”“
贞⋯⋯丁东

”“
贞⋯⋯于西

”
的记录 ,是

五色帝思想的朦毗反映 ,入春秋后已形成五色五方帝的祀制。据现有资料 ,春秋秦国是奉行此制

较早较系统的国家之一。《史记 ·封禅书》说 :秦襄公当诸侯后 ,居西陲 ,自 以为秦与少薛之神相
应 ,作西睛,祠白帝 ,其后文公作邸漪祭白帝 ,宣公作密辟祭青帝 ,灵公作上畸祭黄帝 ,作下漪祭炎
(赤 )帝 ,献公作畦峙祭白帝 ,约经四百年而形成了这套祀制。秦水德说兴起较晚 ,萌于孝公之后 ,

成于始皇之时 ;此前自以为居于尚白,故六祠上帝 ,而白帝居三。此外 ,楚、齐等国亦曾一度盛行此

说。开明九世与秦献公大体同时 ,其庙祀可能重点参考了秦制。但细甄秦蜀祀制 ,亦有大别 :秦祀

白青黄炎蹄皆上帝社神 ,并非先王之宗庙。开明九世的青赤黑黄白五帝 ,则是以上帝之名方之位 ,

冠于专门祭祀先王的宗庙之上。

帝 ,殷周只指上帝、天帝。入春秋之世 ,部分国家、地区又称先王庙号为
“
帝
”
,《礼记 ·曲礼》说

“
措之庙 ,立之主 ,曰帝

”
。开明九世称宗庙为帝 ,正是受此思潮的影响。此法旨在证明自己是上帝

后裔 ,天帝化身 ,王权神授 ,奉天承运 ,犹如
“
天子
”
。我国先秦神话体系不仅有东西之分 ,亦有南北

之派。开明氏神话世界本属南派 ,现全盘接受北派体系,这在异族部落林立的蜀中,是欲从思想上

加强王权的表现。

从上引秦祀制还可看出,时人以为天帝也似人间诸侯 ,具有地区性、方向性 ,并由此而各具有
一定的代表颜色。至战国中期 ,由秦发端 ,列国诸侯演了一场称帝闹剧 :秦昭王为西帝 ,齐浯王为

东帝 ,赵为中帝 ,燕为北帝。这正是天帝具有地区性的再现。它也生动地反映出阴阳五行学说在

当时的广大市场和被普遍作为统治思想之一的影响。不唯战国,秦汉亦然 ,《汉书 。艺文志》载当

时有诸子略阴阳家、兵书略阴阳家、数术略五行家共六十八家、一千二百七十余篇 (卷 ),约占《艺

文志》所载书籍(共 13269卷 )的十分之一 ,另外大量有阴阳五行内容的医书不计 ,也足见此思想

在当时对社会的影响。故蜀奉行此制 ,不足为奇。

五行关系 ,相生相克 ,互为制约。蜀国所以
“
人尚赤
”
,盖因其居秦之南方 ,便 自以为居天下之

南所致 ,然这只是开明九世时的观念。查蜀史资料 ,其度数多见五、七 ,如
“
五丁
”
、
“
五女
”
、
“
石犀五

头
”
、
“
五津
”
等 ,板椐蛮

“
七姓
”(实际上有二十余姓 )、

“
李冰造七桥 ,上应七星

”
、
“
七津
”
等。五 ,居天

下之中之度数 ,古西蜀土著亦曾自以为居天下之中,该学说可能在开明九世之前居统治地位 ,此

后转入民间阴阳家、巫士之中。从族属看 ,则主要存在于蚕丛、鱼凫、柏溲、杜宇诸部之中。七为度

数 ,以天下之南自居 ,尚红 ,则主要是开明九世及以后统治者的观念 ,从族属看 ,则主要存在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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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而蜀的开明氏部族中,这与荆人自称
“
南蛮
”
是相吻合的。两种学说虽有小别 ,但却表现出了阴

阳五行学说在蜀中的流行程度 ,也显出它由民间而官府的历程。从相生的角度看 ,蜀在南方属火

德 ,而东方者为木德 ,木生火 ,即蜀欲求生存发展 ,应主要着眼于东方 ,故蜀始终把与东方巴、进而

与楚的关系 ,摆在特别重要的地位。秦灭巴蜀后 ,以秦的水德、尚黑、度数六 (如秦昭王时巴人君长

每年出赋二千∷十六钱 ,为六的三三六倍 ;三岁一出义赋一千八百钱 ,为六的三百倍 ;百姓户出橡

布八丈二尺 ,鸡羽三十锒,后者为六的五倍〈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五行观念行于蜀。开明

氏的五行观念亦转入民间 ,与蜀土著的五行说汇合。在秦汉时又接受了北方的道、墨、易和川北板

椐蛮的天文历法等学 ,在汉晋间又接受了北方的谶纬等学 ,共同构成了以道学习表 ,兼储诸家 ,在

全国举足轻重 ,在巴蜀影响深远的蜀学。

另一有趣的问题是秦祀四帝乃是约四百年间才形成的 ,开明九世一朝而立五帝庙 ,建庙之多

之速 ,史无前例。五色代表五方 ,开明九世以五色帝名宗庙 ,不仅欲说明自己是上帝之子 ,还想说

明自己拥有统治蜀地东西南北中五万各不同部族、部落的权力 ,这也是试图用阴阳五行学说统治

国民及加强王权的表现。

(五 )迁都成都。在我国古史中,商鞅变法迁都于咸阳,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于洛阳,皆作为重

大事件而引人瞩目。但人们很少注意到 ,在他们之前 ,蜀国在开明九世改革时 ,也曾有过迁都之

举 ,即把都城迁到成都 ,开创了这个著名古都几近二千四百年连续不断的历史。

开明九世迁成都前的都城 ,目 前还是一个谜 ,至少有五说 :《华阳国志 ·蜀志》说杜宇移治郫

邑,或治瞿上 ,其后不言迁都至开明九世 ,瞿上地在今双流县南牧马山上。《蜀王本纪》说蜀王从广

都樊乡徙成都 ,樊乡仍在双流境。《水经 。江水注》说南安县是开明故都 ,在今乐山。《路史 ·余

论》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舆地纪胜》卷一四七说芦山县有开明王城。孰是孰非 ,限于资料 ,尚难

确考。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开明迁都的研究。另一方面 ,成都在开明九世迁都前已发展为一

大城市 ,成都近年发掘的大量古遗址可证明这一点
⑨。开明九世正是在此基础上建都。其城在秦

汉时为少城 ,约当今成都市区西部。

开明九世为何要迁都呢?第一 ,为摆脱旧贵族干扰。故都建都日久 ,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贵族 ,

斯辈自会阻挠新政。迁都以避 ,实为上策。秦商鞅迁都 ,北魏孝文帝迁都 ,皆首出此意。第二 ,为

强化对蜀境四方的统治。杜宇始拓疆宇 ,迄开明三世已拥有今川西地区、陕西汉中西部、甘肃东南

部 ,并役属云、贵部分地区。在当时交通下 ,欲治理这广大区域 ,当建都于一居中又便于发展之地。

成都平原乃巴蜀境内最大平原 ,土地肥沃,平畴相望 ,最利发展。上述可能为开明氏故都的五个城

市 ,三个在此平原上。但无论是郫 ,还是瞿上、樊乡,皆位居该平原之西部或西南部 ,有的甚至在山

丘上 ,既不利于统治四方 ,也有碍都市自身发展。而乐山、芦山地处偏远 ,条件更下。成都居这一

南北狭长的平原之中,既济治四方 ,又便国都拓展 ,位置最良。第三 ,迁都成都 ,有益防洪。成都平

原虽由岷、沱等共同冲积而成 ,但岷冲积扇最大最厚 ,故平原以今灌县为起点 ,呈西北高、东南低

之势。灌县至成都一线 ,是此扇形冲积平原的中脊 ,远高于两边。岷江洪水在中脊
上奔流一段距

离后 ,便 自动呈放射状奔于两边低处。故中脊上的郫距灌县最近 ,受洪水的威胁却小于金堂、新

津 ,此乃杜宇氏等能在川西平原治水之前 ,长期都此之因。但在平均二、三十年一发的特大洪水

下 ,郫 邑不免首当其冲 ,此亦为古蜀史上多见治水传说之因。成都海拔虽低于郫 ,然居中脊之末

端 ,受洪水威胁又小于郫 ,为平原内受洪水威胁最小 ,即使受灾 ,也是平原内最后最轻之地 ,此也

是作为西南重镇的成都 ,从形成至今近三千余年始终未迁离原城址(国内外罕见)的主要原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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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九世迁都之举 ,事前显经长期查访 ,颇具远见卓识 ,对成都、对西南的发展皆具重大意义。

此外 ,开明九世在经济领域还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 ,以配合改革。其时还有件轰动中原的大

事 ,就是邀请魏国水利专家到蜀中治水。《竹书纪年》说 :“梁惠王十年 (前 36D,瑕阳人自秦道岷

山青衣水来归。
”
时值开明九世晚期。瑕阳人治水当在回国前∵、二十年间,即在开明九世即位后

不久。瑕阳,地名 ,战国时属魏。《竹书纪年》所载战国间事 ,皆为当时人所记 ,该条又是魏史官记

魏人事 ,足资凭信。青衣水 ,现仍其名 1与大渡河于乐山同汇岷江。这里即使不是开明的故都之一 ,

也是当时的重要城邑之一。治水的具体情况 ,现已不可详知⑩。乐山三江聚汇 ,历来多害 ,后世李

冰等亦曾治理。大体可视瑕阳人导青衣水为一重大水利疏导工程 :

大型水利建设 ,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入战国后 ,由于

铁器的普遍使用等因素 ,中原地区首先掀起了我国第一次大型治水高潮 ,水利专家瑕阳人是此时

代的产物。开明九世的治水之举 ,亦反映出蜀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准。此事表明蜀与中原诸国

往来密切 ,故其改革多见中原文化因素;也反映出开明九世注重经济建设 ,这也是蜀何以在短期

内强大的一重大原因。

另外 ,开明九世时期还进行了币制改革。根据大量考古发现资料 ,此时蜀国铸行了一种半弧

形 ,俗称桥形的铜币,另详专文o。

三 改革成果探析

关于开明九世改革的成果 ,文献直接叙述甚少◇但在当时 ,军事是国力强弱盛衰的镜子。开

明九世改革 ,军力迅速提高 ,在与强大的秦国、楚国相抗衡中,甚至还一度占了上风:

(一)北与秦争。汉中褒斜天险 ,蜀之襟带咽喉 ,杜宇氏时曾拥有其地。开明二世卢帝后期(约

公元前 515年至约前 逛70年的某一段 ),约秦厉公时 ,蜀曾攻打到秦都雍城之下 (《华阳国志·蜀
志》),此显以汉中为据点。前 451年 ,秦军攻占汉中 ,并命一左庶长筑南郑城以守 (《六国年表》,《华阳

国志》卷二、十二)。 十年后 ,“南郑反
”
,很可能与蜀人有关。此后南郑役属不定 ,或秦或蜀。前 387年 ,

即我们推算的开明九世刚接位后不久 ,秦 曾向蜀发动了试探性的攻击 ,“伐蜀 ,取南郑
”
(《秦本

纪》)。 蜀即做出强烈反应,遣兵争夺 ,当年获胜 ,故《六国年表》又说
“
蜀取我南郑。

”
此后至亡 ,蜀差

不多一直控制着汉中西部。常璩说周显王之时(前 368年——前 321年在位),蜀有褒汉之地 ,甚

至蜀王猎于谷中,与秦惠王不期而遇 ,正反映了这一历史。

开明九世能于当年一举收复失地
,说明蜀军战斗力有了提高 ,也反映出蜀的道路维修、交通

管理等都有了较大改进。盖因战国中、晚期蜀人拥有汉中之地 ,此后行政区划虽屡有变迁 ,但人们

却一直视汉中为古巴蜀之一部分。

(二)东与楚斗。开明九世之初 ,可能曾与楚结盟以夹巴。于是巴闭困阆中,自 顾犹不暇 ,焉能

西进?开明九世中晚期 ,与巴的矛盾稍缓后 ,与楚的关系即趋恶化 ,最终兵戎相见。《史记 ,楚世

家》说 :“肃王四年(前 377),蜀 伐楚 ,取兹才。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巛六国年表》亦于此年说 :“蜀

伐我兹方。
”
但有人甚疑此载 ,以 为

“
蜀
”
当为
“
巴
”
字笔误 ,或以为是巴蜀联兵相攻 ,因蜀不可能越

巴击楚。我以为不可能《楚世家》和《六国年表》两处相同笔误 ,所以有此认识 ,盖因把蜀巴楚三国

疆界 ,关系僵化了。当时巴蜀分界 ,并不象战国早期那样 ,一处川东 ,一据川西 ,如上所论 ,“楚自汉

中,南有巴、黔中
”
(《秦本纪>,巴的大部已被楚占,而巴避处川北 ;这样 ,在汉中、川中及川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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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楚曾一度直接接壤。此亦为蜀楚二国在开明九世中晚期不能不发生矛盾的原因。蜀攻楚 ,北可

顺汉水而下 ,直捣楚之腹心 ,南可由岷江入长江而出三峡 ,川东陆地亦可为战场 ,此 皆与困限川北

的巴子无甚关联。

然此次伐楚 ,何途而进 ?蜀取兹方 ,在今松滋 ,楚筑捍关 ,在今奉节 ,二地皆在江边 ,蜀军顺江

而下 ,可无疑问。蜀初曾入楚纵深之地 ,后退于捍关以西 ,从楚手中夺回了巴的故土。此后蜀与巴

人各部的矛盾又升为主要矛盾 ,这在开明氏晚期犹为突出 ,此略。

综上所论 ,我们可看出 ,古蜀国于开明九世时 ,确进行了一场名扬遐迩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它

首先是蜀 自身发展的结果 ,其次也是受了中原、秦、楚文化影响的产物。它主要是针对当时蜀中浓

厚的氏族制残余 ,围绕着健全国家机器、加强王权展开。它在内政外交上都曾获得空前成功 ,特别

是军事力量明显提高 ,不仅在当时震动了巴、秦、楚以及中原 ,亦深深影响着巴蜀以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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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史学通讯》第二期,1983年 4月 。

④
“
下里巴人

”、
“
阳春白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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